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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二，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

高农业专业化服务水平。考虑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

配套使用，通过优化完善农机补贴政策，将更多优惠向大中型

机械倾斜，不断提高作业效率。第三，不断降低土地细碎化程

度，减少生产效率损失，在提高生产集聚水平的同时避免土地

过度“集中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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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管理：贫困转型和贫困识别的现实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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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精准扶贫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扶贫策略的新创举。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得益于制度安排释放出的发展动
力。通过耙梳贫困转型及贫困标准的理论演进，剖析诱致农村收入型贫困转向支出型贫困的根柢机理。贫困转型背

景下检视贫困识别的现实困境，倡导定制适切性更高的贫困标准、差别化运作地方贫困标准、科学化核算农民收入、动

态化识别贫困人口，构建动态管理机制，屏蔽贫困人口漏出、进退识别偏差、扶贫资源浪费、脱贫成效波动等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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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是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藩篱，２０１５年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ｓ）收官之时，中国消
除极端贫穷和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成效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

了决定性贡献。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的主流发展

路径，贫困属于世界性难题，其脆弱性和持久性导致反贫困的

迂回性和发展性。以制度变迁视角将中国扶贫梳理为６个阶
段，即制度改革初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１］、“三西”专项扶贫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大规模扶贫开发（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八七扶
贫攻坚（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新世纪综合扶贫（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及新时代大扶贫格局（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政府是中国反贫困
的行动主体与主导力量，自上而下的扶贫模式经由救济式、道

义式、开发式向开发兼保护并存式的进路转型，扶贫瞄准单元

呈现从片区到县（市、区）、到村、再到户、到人的逐级下

移［１－２］，改革开放至今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多达７亿人。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４３３５万人，贫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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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降至４．５％［３］，但仍遭际贫困人口数量多、任务重、时间紧、

程度深和易返贫等多元困窘。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的因果

链条的核心端口为：其一，精准识别“真贫困”，只有瞄准“真

贫困”后方可启动“扶真贫”以及“怎么扶”的精准帮扶治理逻

辑；其二，退出识别“脱真贫”，只有研判“真脱贫”后才能稳固

精准脱贫的绩效。进口和出口都指向“真贫”，而关键性圭臬

是贫困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悄然重构，农村贫

困属性发生连带性流变，大规模的精准识别已成“过去时”，

退出识别正在“进行时”，精准脱贫后的贫困识别归属“将来

时”，必须持守一种动态管理的治贫理念。笔者所在课题组

在贵州、云南、山西、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１０个省（区）的
多点实地调研中发现，基层对贫困门槛的高低认知存在差异

性，超过半数的扶贫工作者和贫困人口认为贫困标准偏低，以

支出为导向的贫困表征与现行贫困标准错位、地方识别的多

重模糊性等诱因区隔了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精准扶贫时

过３年，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量高于１０００万人，累进退出
５５００多万人，贫困村销号、贫困县摘帽也在挺进。重审贫困
类型及贫困标准的演进脉络，根据经验事实挖掘贫困转型背

后的内在机理，呼吁学者在学理层面突破创新，研拟契合支出

型贫困特质的贫困标准，提出动态管理相对贫困的展望。

１　理论演进：支出型贫困及贫困标准

回顾学界有关贫困内涵的讨论，锁定“以人为本”的代表

性分类有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人文贫困［４－５］。贫

困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叠映出从狭义的单维度向广义的多向度

的推究阐明，超越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６－７］、主观贫困与客

观贫困［８－９］、物质贫困与非物质贫困的二分法，进而统揽为贫

困的多维综合度量。有关贫困的论述中，传统贫困被表达为

收入贫困（ｉｎｃｏｍｅｐｏｖｅｒｔｙ），溯源于１９０１年英国学者朗特里著
作《贫困：城镇生活的研究》［１０］。“人们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

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时的状况”是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

经济调查总队的贫困界定［１１］。能力贫困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是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成果，他强调贫困的
原罪是人类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绝非仅因经济收入低下，尽

可能激发潜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是解决贫困的最优对

策［１２］。权利贫困（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ｐｏｖｅｒｔｙ）兴起于世界银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世界发展报告》，概化的贫困赋权理论指赋予贫
困群体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平等参与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的机会［１３］，即“参与式扶贫”的缘起。人文贫困（ｈｕｍ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原创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１９９７年人类发展
报告》，“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

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人的选择被限制”［１４］。

２０１０年人类贫困指数（ＨＰＩ）被替代，ＵＮＤＰ设计的多维贫困
指数（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ＰＩ）是对人文贫困的再
扩充［１５］。反观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一元发展理论，多元发展

理论撬动学界对贫困内涵和外延的生产与再生产，致贫公理

拓展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糅合，逐步架构满足人类“需求金

字塔”的多层面减贫方略。

肇始于社会剧烈转型、经济中高速发展、贫富分化加深等

一连串新常态的结构性积弊，贫困认知视角趋于全景化，囊括

了收入、生存必需品、卫生健康、教育住房等显性物象及平等

参与、人格尊严、社会排斥、发展机会等隐性质象，伴生出一种

普适性的贫困类型即“支出型贫困”。２００７年中国已窥见以
家庭支出为衡量标尺的贫困群体，２００９年“支出型贫困救助”
列为上海市民政局的工作重点，２０１１年首次被写入上海市政
府工作报告，同年《廊坊市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暂行办法》出

台。因地缘关系，支出型贫困别称“上海式贫困”［１６］，是指

“因大重病、子女上学、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

大，远超过家庭的承受范畴，实际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的困难群体。”《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第６４９号令）与
《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４］４７号）等
政策出炉，支出型贫困的可视范围从城市蔓延至农村，成为中

国贫困的鸟瞰式缩影［１７］。当某个家庭因病、因残、因灾、因

学、因房、因婚等缘由产生的消费支出远超出其可支配收入，

跌陷“捉襟见肘”的逆境。支出型贫困家庭造成家庭刚性支

出过高，跨出家庭的负荷边界，卷入“消费大于收入”的苦境。

对照而言，收入型贫困的内核是低收入，难以保障基本生存需

求；支出型贫困的要点是高支出，因不可避免的大额刚性支

出，导致收不抵支而身囿贫困［１８］。支出型贫困承袭人类全域

发展的脉络［１９］，关切收支平衡状况［２０］，综合考量经济贫困和

人文贫困。经济性收入贫困偏向社会性的支出贫困，中国的

贫困类型现已切换为消费型贫困［２１］。

贫困标准（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是贫困识别和贫困测度的
基准［２２］，是度量贫困人口规模与贫困程度的基础性工具；但

其不等同于贫困线，泛指“衡量个人、家庭或某地区是否贫困

的界定标志或测定体系，更是测量贫困深度和强度所参照的

具体指标或指标体系”［２３］。国际惯例测量贫困倚重货币法，

贫困线法当属常规性工具，如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数

学模型法（“马丁法”）等［２４］，凭此筛查贫困人口。２００８年世
界银行依据１５个最穷国的平均标准，将国际绝对贫困标准定
为个人消费支出低于１．２５美元／ｄ，２０１５年依２０１１年购买力
评价（ＰＰＰ）重新测算贫困标准为１．９美元／ｄ。中国农村贫困
标准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条件下，维持人

们基本生活所必需消费的食物、非食物（包括服务）的基本费

用。”保证每人每天摄入２１００大卡热量及６０ｇ左右蛋白质的
健康生存底线之外，牵涉生活必要的穿住行等非食物费

用［２５］。农村贫困标准历经 １９７８年 １００元／（人·年）、１９８５
年２０６元／（人·年）、２０００年 ８６５元／（人·年）、２０１０年
２３００元／（人·年）的嬗变轨迹（表１）。２００９年中国政府取
消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两线政策［２６］，合成 １
１９６元／（人·年）的统一标准。精准扶贫伊始，建档立卡贫困
识别执行“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７３６元”的标准，且比世界银行
标准略高。世界银行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兑美元的换

算系数近年维持在１∶３．５～３．６值域内，如２０１４年中国按现
价计算的贫困标准为２８００元／（人·年），折合７７７．７８～８００
美元，每人２．１３～２．１９美元／ｄ，可见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实际
高于世界银行全球极端贫困标准的１．９美元（数据为２０１６年
６月１３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在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座的公布资料）。由表１可知，农村扶贫
标准的攀升与市场经济发展和全民生活水平高度同步，其定

制共识是满足食物与非食物基本需求的费用。贫困标准的动

态演替展现了由生存食物篮逐层推至穿、住、用、交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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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扶贫标准变化

年份

贫困线（元）

绝对

贫困线

低收入

贫困线

年份

贫困线（元）

绝对

贫困线

低收入

贫困线

年份

贫困线（元）

绝对

贫困线

低收入

贫困线

年份

贫困线（元）

绝对

贫困线

低收入

贫困线

扶贫标准

（元）

１９７８ １００ — １９８９ ２５９ — １９９９ ６２５ — ２００９ — — １１９６
１９８０ １３０ — １９９０ ３００ — ２０００ ６２５ ８６５ ２０１０ — — ２３００
１９８１ １４２ — １９９１ ３０４ — ２００１ ６３０ ８７２ ２０１１ — — ２５３６
１９８２ １６４ — １９９２ ３１７ — ２００２ ６２７ ８６９ ２０１２ — — ２６２５
１９８３ １７９ — １９９３ ３５０ — ２００３ ６３７ ８８２ ２０１３ — — ２７３６
１９８４ ２００ — １９９４ ４４０ — ２００４ ６６８ ９２４ ２０１４ — — ２８００
１９８５ ２０６ — １９９５ ５３０ — ２００５ ６８３ ９４４ ２０１５ — — ２８５５
１９８６ ２１３ — １９９６ ５８０ — ２００６ ６９３ ９５８ ２０１６ — — ２９５２
１９８７ ２２７ — １９９７ ６４０ — ２００７ ７８５ １０６７ ２０１７ — — —

１９８８ ２３６ — １９９８ ６３５ — ２００８ — １１９６ ２０１８ — — —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２４］、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讲座数据。

健康、通信等非食品消费筐的需求导向型特点，其中食物支出

比重走向趋低，纵贯的主旨是收入能否确保人的生存、温饱及

发展的社会性建构。

２　转型机理：农民生计结构的微观变迁

在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宏观干预下，中国传统农村

处于大转型。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空壳化、流动化情形严峻，

据统计，近１０年间累积消失９０余万自然村落，平均每天有
２００多个村庄衰亡。目前，国家行政力量导引的城镇化运动
加速自然村庄的终结，势不可遏的市场经济促致农民收入差

距化、农民分化，农业天然弱质性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

重扰动下导演农民生计的风险性和脆弱性，青壮年劳动力离

土出村的社会流动造成农村去活力化，诸多不确定性变量合

力形塑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动态新表征，贫困类型顺势凸显支

出型特点。在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倒逼机制下，精准
扶贫、脱贫须廓清“三农”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诉求。

２．１　农民生计与收入结构的调适性
在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转轨中，农业显现“双减少”的特

点，即农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逐年递减（图

１），农业人口比重亦在逐年缩减。近年来，农民务农收入比
重减少而务工收入比重在增多，农民以兼业化的生计业态回

应市场经济的瞬息万变。农业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发展迅猛的

二三产业转移，农民收入结构也适时重组，工资性收入比重抬

升。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构成中的重要分支，占比于

２００３年赶超农业收入，是农民持续性增收的动力源［２７］。在

自然经济环境下，有产出就有回报，划属为农民的净收入；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产出不一定有收入，结局也许是入不敷

出的亏本。当前，种地成本逐年积增，假设农民耕种

０．６７ｈｍ２玉米，正常年景收入７５００元／ｈｍ２，扣除种子、农药、
化肥、灌溉、雇工等生产性投入，纯收入约为４５００元／ｈｍ２，若
不计农民的机会成本可估算出０．６７ｈｍ２土地的总收入约为
３０００元／年，比不上建筑、植树、服务等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
入划算。遭遇自然灾害时，农民甚至“颗粒无收”，同质类农

产品过剩还会引发“谷贱伤农”，如２０１４年山西省部分地区
因雨季期过长造成红枣大面积受灾，而部分地区又因红枣丰

产０．４元／ｋｇ亦无人问津。农业生产成本的高投入反而带来
低产出或增产不增收，土地剥离农业成本后纯收入微薄或收

支抵消，这是当前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同时，农民增收对国

内外市场的依附性变强，农民以“半耕半工”的生计结构调适

性应对政府和市场失效的二重危机，其收入结构也据市场行

情发生关联性同构。农民生计与收入极富动荡性，农民的弹

性收入远不抵其刚性支出。

２．２　农户饮食消费的亲市场化
中国农村生计样态为兼业化和专业化并置，自给自足的

稳态自然经济被价格调节的动态市场经济所代替，食物从自

食性为主转向购买性为主［２８］。传统农村经济中，小农被理解

为自然经济形态，农民自种自食、种养结合的小农经济和庭院

经济模式大致满足食物的自我供养，如农田种粮食、院内种果

蔬、养殖牛羊鸡猪，购买食物的开支较少。继体制改革、对外

开放后市场经济强劲渗透，大宗农产品被商品化，农民食用的

米、面、油、菜、肉等都要到市场上按需购买，自然经济被市场

化。甘肃省老农张某谈及生计变迁时说：“过去种小麦、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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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荞麦、高粱、土豆和玉米等农作物、养家禽牲畜，农家土产

品基本上自耕自养、自食自足，形成循环农业种养链条；而今

因种地不挣钱的窘况使得务农人数减少且农作物品种多样性

萎缩，２００～３００人的村子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打工，留守
在村的少则２０～３０人，多则４０～５０人，通过农业以外谋生赚
得现金到商店或集市上购买日常所需８５％以上的米面油。”
农民生计来路已从农业内部扩散至农业外部，生活中米面、肉

菜等基本饮食的消费亲市场化，农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也是生

计与收入变更的一种本能性同步。在多元变数的叠冲下，农

村经济从传统自养型转换为现代他养型。另外，假如２０１５年
农民用自产农产品换取口粮，用自种玉米换大米，玉米市价约

１．６元／ｋｇ，大米市价约５元／ｋｇ，卖３ｋｇ玉米换购 １ｋｇ大米。
“一买一卖”的交换平添额外的交易成本，农民的经济利益被

挤压。

２．３　农民非食物支出的需求刚性
首先，教育投资占据垄断性地位。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

农村教育从“文字下乡”反转为“文字上移”，不可规避性的开

支增加。异地化教育无形添增教育成本，如交通费、租房费乃

至家庭成员专职陪读的时间成本。“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

念固化，只要农村孩子具备外出读书的能力和机会，家长通常

在保全其体面生活的前提下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其次，住

房改善和婚姻消费的占比较高。农村家庭父辈为子辈建造房

屋、筹办婚礼的刚性支出也在攀高，映射出一种代际剥夺性。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区农村彩礼高达１０万元不等，婚礼
花费超过２０万元。父辈逃离不出“一婚十年穷”的套路，财
富积攒经由子辈结婚、盖房等硬性开支而被隐性剥夺。５０～
７０岁的中老年人致贫原因多为子辈组建新家庭超前消费父
辈的生活积蓄。此外，扶贫施策中的“易地搬迁”“生态移民”

和“危房改造”项目都潜含被消费的属性。最后，因病致贫现

象极具普遍性。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

家扶贫办）统计，建档立卡贫困户多元致贫包含因病、因学、

缺资金、缺技术等１２个选项，因病致贫以４２．２％居首。生理
性贫困有高度的不可控制性，特别在云南省、贵州省等偏僻贫

困村，因水源、土壤等化学元素的地理性缺陷或生活卫生的不

良惯习，极易诱发地方病等疑难杂症。又因城乡公共品和公

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性，乡镇、村级医疗设施、医务专业人员

等软硬件匮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精准脱贫亟需攻克的

难点。上述刚性支出的多维繁复性直逼农民最低需求的下

线，但反过来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亦会消解农民最低需求的

保障程度。大部分农村家长必定优先供应子女上学、为子辈

操办婚礼，宁愿节衣缩食、“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起”，高额

的社会性支出威胁农民最低需求的红线。

２．４　农民消费棘轮效应的不可逆性
棘轮效应（ｒａｔｃｈｅｔｅｆｆｅｃｔ）由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是指

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

向下调整［２９］。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消费行为

惯性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消费者以

自己过往的高峰收入为棱镜倾向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

不易因收入的降低而减少消费。中国农民消费的棘轮效应表

现出广泛存在性、地域差异性和空间集聚性［３０］。一方面，市

场经济的强干扰不断催生出新的消费需求和意愿，农民消费

偏好转向追赶现代化生活的节奏感和获得感，附加农民消费

的需求刚性，沉淀出惯常的消费定律。受棘轮效应的影响，农

村家庭养成的消费习惯具有不可逆性，经年累月塑造的生活

成本很难再降低。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形势大面积放缓，农民

增收乏力，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影响，农民消费不减反
增。农民收入的有限性难以应对刚性消费的无限性，农民面

临冲击容易被边缘化而滑入支出型贫困。陕西省秦巴山区李

某的家庭开支为：伙食３００元／（人·月）（白面１００元／袋），
衣物 ２００元／（人·年），电费 ２０～３０元／月［电费 ０．４７
元／（ｋＷ·ｈ）］，手机通信费５０元／月，做饭燃料２０００元／年，
人情往来１０００元／年，保守推算满足四口之家最低需求的人
均年支出约为５２４０元，未含医疗、教育、冬季取暖等费用。
西北省份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冬季寒长，每年买煤约

３０００多元实为家庭的地域性开支。普通农村家庭盘根错节
的日常生活支出见表２。

表２　普通农村家庭日常生活支出清单

支出类型 支出项目 项目明细

常规支出 食物支出 五谷、肉类、奶类、果蔬、调料、油类、糖茶、饮料、零食及烟酒等

衣物支出 服装、被子及家居布艺等

水电煤气支出 水费、电费、煤气费／天燃气费
通信支出 固定电话费、移动电话费、互联网络费、卫星电视接收器等

日常用品支出 洗漱用品、卫生用品、清洁用品等

社会互动支出 婚丧嫁娶随份子、请客吃饭、逢年过节探亲、文娱旅游等

爱好支出 毛线编织、十字绣、手工布鞋、缝纫、书刊杂志等

社保缴费支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缴费

交通支出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家小汽车、公共交通等

特殊支出 医疗支出 看病买药的等自费支出

教育支出 学前、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大学以上教育支出

住房支出 修建新房、维修房屋、家设添置等

突发事件支出 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不可预测的支出

其他特殊支出 生辰寿宴、老人护理、赡养或抚养老人、自主创业设备投资等

　　注：资料根据实地调研整理所得。

３　实践困境：贫困识别与贫困标准的再审视

贫困标准是重要的地方识贫工具之一，贫困标准的精确

研创是关乎精准识贫信度与效度的标杆。目前学界观点分

殊，有学者认为现行贫困标准对农民收入有高估之嫌，不能反

映贫困的真实状态；也有学者认为２８００元的贫困标准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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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大多数人均已达标。根柢包括以下几方面：贫困转型

的普适化，贫困标准的理论值与支出型贫困的规模化存在势

差，膨化的消费需求逾越了贫困标准的界限；建档立卡地方识

别的简单化，核算贫困户收入工作的主观化；社区瞄准的靶向

偏离，程序识别法造成贫困人口漏扶、非贫困人口错扶；建档

立卡贫困户数的档案化，现有贫困人口只能退出、无法增补、

不可滚动更替，新生和返贫的贫困人口被遮蔽。检视贫困识

别偏离的实践迷局，力倡学界基于学理和现实层面研制拟合

度更高的贫困标准，指盼脱贫攻坚决胜后动态管理相对贫困

人口。

３．１　高估农民收入的可支配性
以代际和性别分工为底版的“半耕半工”是中国农村主

要的生计模式，农户家庭收入源自务农和务工。２０１６年中国
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４３％，而农业增加值只占 ＧＤＰ的
８．６％，农民增收主靠二三产业的就业、进城打工。首先，从产
业发展角度窥探。在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下，贫困地区从众性

的产业模式致使同质化的农产品增产，农村产能过剩，农产品

价格指数普遍走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逼近，务农收入缩

水。其次，从外出打工角度探析。核算农村家庭收入的“乐

观偏差”是假设一个农民在城市谋生，１年外出打工６～８个
月，工资性收入２０００元／月，年收入为１６０００元，四口之家则
４０００元／人，按２０１４年贫困标准人均２８００元判定该农户已
经脱贫。歧点在于初定贫困标准时是参照农村和城市２个恩
格尔系数计算的，该农民如果在家门口就近就业，打工成本较

低，该收入即为家门口的收入，故依此推算误差较小，能较准

确地反映农民收入的真实性；但多数情况下农民在城市打工，

按１６０００元／年的收入、吃住按１２个月计算，有可能刚好达
到所在城市的最低劳动报酬。在城市打工理应按城市的最低

生活标准计算，该农民的收入必须扣除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且

减去交通等硬性开销后的余款方可带回农村，被记为真正的

收入。用农村的消费水平来衡量城里的打工收入，过高估计

了农民收入的可支配性。况且农民外出打工多属临时性，务

工收入波动性极大。一般西北省份冬季近４个月的取暖期停
工，有的地区１年仅有４个月的打工期，农民多从事技术含量
较低的工种，如搬运工、建筑工等。基层工作人员的简约式推

理对农民收入的估值态度过于乐观。

３．２　农民收入与支出的地域不对称性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低于城市低保标准归因于城乡二元的

结构性分割，城市低保大致是农村低保的３倍。农民支出涵
括置身城市的支出，上述农村四口之家约有３％的消费在城
市，用城市收入来抵用农村消费的计量欠妥当。假设该四口

之家有１人外出打工，更科学的测度是加权测算收入而并非
简单的数字相加，即要对恩格尔系数及贫困标准加权。家庭

中有３个人是在农村生活当按农村恩格尔系数及贫困标准计
算，在城市生活的那个人则按城市标准计算。加权之后的结

论是，该家庭的贫困标准并非人均２８００元，而至少为３０００
元，事实上农村贫困标准被低估。调研中频现基层工作简单

化、地方工作随意性强，只是化约推算，在计算农民收入时忽

视了“外出务工收入”所深谙的二元性。对农民收入的４项
核算包括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通盘考察农民收

入来源和收入结构。基层人员入户调查收入，通过目测住房、

教育、健康、生产资料等向度，询问打工情况，大概估算收入

值，再参考国家扶贫标准判断该农户贫困与否。如该地识别

忽略打工收入所包含大量的城市生活支出，收入和支出的地

域不对称性就会致使原始数据的信息不对称，收入估值的准

确性也会大打折扣。

３．３　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的档案化
精准扶贫要观照贫困户的生存权、选择权和发展权。据

国家扶贫办统计，２０１４年建档立卡识别 １２．８万个贫困村，
２９４８万贫困户，８９６２万贫困人口，填写《扶贫手册》并录入
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２０１５年建档立卡“回头看”，删除识
别不准的９２９万人，识别补录８０７万人后贫困人口为５６３２万
人，更新贫困户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十三五”期间中国的脱

贫人口进一步框定为５５７５万人是相对档案化的，该数据只
能减不能增，贫困人口只能退出不能增替，僵化的管理思维与

贫困的动态性本质发生悖离，新贫人口自动被排斥。贫困的

顽疾性无法避免贫困人口新增、脱贫人口返贫。精准帮扶借

由“五个一批”中的前４批解决有发展能力的贫困户脱贫致
富，剩下劳动能力缺失或无劳动能力的特殊群体发挥低保兜

底的救助功能。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贫困识别时把部分收入刚

越过贫困临界值、但因细微差别和指标限制未被归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人群称为“边缘人口”。实地调研中发现，建档立

卡贫困户之外的农村低收入农户因家庭人均纯收入略高于国

定贫困线、家庭财产不合规、民主评议不过关、贫困指标不够

用等理由被剔除在建档立卡之外，据不完全统计约占农村非

贫困户的１／４。农村边缘人口徘徊在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保
户之间的“灰色地带”：其特性是易返贫性，极可能因产业失

败、生理性缺陷或突发性事件返贫，但已错过建档立卡的识别

机会；其综合条件超过低保户的标准，无法纳入低保范畴，而

悬崖效应（ｃｌｉｆｆｅｆｆｅｃｔ）又将福利关怀持续性收敛至低保户。
现行贫困标准是高是低，亦或贫困人口只减不增，意蕴众多不

确定性因素。受国家战略及时间节点的宰制，静态化的贫困

人口必须退出，即便边缘人口滑入贫困陷阱，也只能滞留在政

策盲区不能被动态识别。

３．４　地方贫困识别的多重模糊性
农户收入统计口径信度缺失，财产性收入中的动产如银

行存款、有价证券等隶属个人隐私无法从金融机构取证，工资

性收入口述式失准。基层工作人员观察、询问、臆测、预判、汇

总后的收入估值欠可靠性。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无

法严格按经济收入识别贫困人口，只能辅助“程序识别法”筛

选。建档立卡贫困户“社区瞄准”包括５个流程：农户自愿申
请，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投票，村民委员会和驻村工作队核

实（第１次公示），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第 ２次公示），县
（市、区）扶贫办复审后公告。建档立卡贫困户名额依循行政

区划被逐级分解，“规模设定”下的过程识别法会产生弃真型

（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没有全部识别）和存伪型（不符合条件

的非贫困人口却被识别）扶贫资源传递误差，有违社会政策

公平正义的设计初衷。如重庆市、贵州省的“八步四公示”、

四川省通江县“十步工作法”、江西省下七乡“１２３４５精准识别
模式”、河北省梁二庄镇“六不评”、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

“五比五优先六不评”的排队法及同心县“五看”等乡土“联

评”招数，看似强化瞄准的精准性，实则虚化识别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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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退出识别的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及户均可支配

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程序是“民主评议，自我认定，

逐级审核，公示公告”等，与精准识别的工作逻辑相吻合。农

民收入欠稳定性且难以数字化、程序识别的人为性谬差、贫困

标准无法附和广义性的支出型贫困、只退不进的割裂性识别

现状，自上而下的贫困标准误差与自下而上的地方识别偏差

共塑贫困识别的多重模糊性。

４　结语与展望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胜局是“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颠覆

性变革标志着历史制造３４年的贫困县被除名，贫困人口统计
名单被消弭，学者们将此翻越称为传统扶贫发展史上的一个

“后扶贫”时代，或扶贫转型的“新贫困”时代。绝对贫困消除

之后，相对贫困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对农村贫困转

型机理及贫困识别偏颇的再审视后，回归政策视野，展望如

下：第一，农村贫困的性质发生转变，收入型贫困让位于支出

型贫困，及时修适现行贫困标准须靶向支出型贫困，权衡收入

和支出这两方面的代理变量，矫正理性工具的偏差。第二，贫

困标准的地方化，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性和生态特殊性要求

贫困标准不能“一刀切”，针对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细化

贫困标准，在统筹标准下构筑片区、县（市、区）、乡（镇）多级

差别化的地方贫困标准。第三，科学核算农民收入，改变数字

征询后简单化的感性汇总，考虑对城乡恩格尔系数及贫困标

准加权求和，同时规避程序识别法的过程“内耗”。第四，夯

实社会安全网，优先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追加农

村急救体系、关爱服务体系等社会保障制度，谋求福利多元化

预防发生新贫困。第五，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三维一体”的

贫困治理体系，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协同补齐贫困治理

的资金、活力短板。第六，动态识别贫困人口并进行动态管

理，贫困是一个动态发生的社会过程和事实，是偶然性和必然

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的矛盾统一体，农村贫困转型适势研拟贫

困标准，因情设档、因户施策、进退滚动，保证困难群体的动态

鉴别与帮扶。第七，反贫困伦理关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展

现以穷人为中心从生存到生活，再到发展的圈层式延伸，“后

扶贫”时代要抹除“贫困户”标签带来的污名化。精准脱贫的

真义是“脱真贫”“真脱贫”，实践中还须处理好“收入”与“支

出”的关系、“普惠’与“特惠”的关系、“静态”与“动态”的关

系，警惕“精英俘获”“数字脱贫”“扶富不扶贫”“缩小版的大

水漫灌”“穿新鞋，走老路”等异化现象，方能固守脱贫绩效。

贫困的动态管理是治贫的优化策略，藉由监测、识别的动态管

理机制排解制度设计的失当和制度执行的失效，从效率和公

平视阈实现发展的最大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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